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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到底在西方文化土壤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內閣制，總統制等，是否可以完整移植到沒有同樣文化土壤的其他國家？制度論者，似乎不論新舊，
雖都同意「制度」對人行為的影響力，但或明或隱都不同意「制度」可以完整移植的可能性。
不過，弔詭的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興起後（Huntington, 1991），新興民主國家在制憲或修憲過程中，卻不免仍被傳統內閣制、總統制的分類所框架，試圖在憲政條文方面的制度輪廓做模擬，
雖然「修」出來或「制」出來的憲法樣貌，總不合教科書上內閣制或總統制等的標準規格，
但新的分類框架，
或從自己土壤出發的異形憲法建構（從正統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眼光看來），似不易得政治學理的認可，而讓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政之路走來總是艱辛。
  
論者或謂新興民主國家缺乏憲政文化背景，所以建構憲政，即使只是其「形」，也困難重重。其實，姑不論所謂憲政文化傳承等精神面問題，只就「形」的部分，不僅新興民主國家有這種模擬標準版憲法架構，總偏離其「形」的困擾；即使是做為實體代表的典範國家，如內閣制的英國，總統制的美國，在實際國內政治運作上，也不以典範架構為滿足，英國近年以具體改革措施要讓上院更有權力
（但正統內閣制不是以單院為標準嗎？），美國也有些學者期待著政黨應更有黨紀，
而總統最好能和國會多數同黨，以免分立政府下政策的僵局
（總統制不是以三權分立為經典守則嗎？），反而是向內閣制的行政與立法合一原則取經。政治學教科書上模式化的「內閣制」與「總統制」，在現實世界上並不完整的存在，而被美喻為民主先進的英、美兩國，也並不因為成為教科書的典範，新興民主國家學習模擬的對象，而對他們的憲政體制表示滿意，民主選舉的律動似永遠督促著進一步的體制改革。不過，英、美與新興民主國家在憲政發展上的主要區別，可能是英、美的體制與原始典範「形」不再相同；但「神」還保留，
但新興民主國家不得其形，更遑論「神」似。
有可能讓新興民主國家在憲政設計時，先考慮自己的「神韻」，然後融入核心的憲政邏輯架構（如行政與立法權力分立或融合的基本區分），保持「形」開始時近似某種體制，但在長時程裡卻能有不離「神」韻的自信與發展嗎？或者不要說的如此理性，新興民主國家的「神韻」不是經慎思而放入國家體制的，在歷史演進過程中，過往的經驗傳承所形成的「路徑依賴」（Hall and Taylor, 1996），已型塑出實體的憲政運作情況，與文字憲法或不完全一致，但深刻刻劃在群眾與菁英的行為習慣裡（不見得是認知上完全清楚），而這一部分其實有待挖掘釐清正視，然後提供給群眾及菁英們，讓他們在了解自己的「神韻」中，產生自信，再去設想、規劃、競爭、選擇憲政體制的形式樣貌。這有可能做到嗎？
本文就是懷著這樣的企圖，運用新制度主義中歷史制度途徑的「路徑依賴」及行動者有限理性的概念，
去回顧台灣歷史傳承中「人」治色彩的路徑依賴，對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再提出台灣在「人治」的神韻傳承中，「制度」嫁接其上的實際範例，並推演其中的正向意義，可能為純從西方「法制」角度來檢視，難以理解或欣賞的，而我們自己應該正視並能產生信心的部分。最後提出「人治」與「制度」結合的民主憲政體制可以以人為方式做選擇及發展的方向。

貳、台灣憲政傳承的歷史回顧
台灣憲政傳承的歷史，直接明確的憲法文字架構是中華民國憲法，包含它的原版及六次修訂版；
 較間接隱晦的憲政實體發展軌跡，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統治的經驗過程，
以及相應它所含攝及傳遞的政治文化。

就憲法文字架構層面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制定時，以文字所呈現出的形式，是傾向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混合，但在其精神解讀上，學者多認定它是傾向內閣制的設計（荊知仁，1985），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台灣的政治學界多接受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應該是內閣制，並且相信內閣制是較好的制度，所以在1990年代，前總統李登輝推動一系列的憲政改革時，「內閣制」是不時被提起及推崇的體制。

不過，經過1990年代的六次修憲，「內閣制」的條文架構離目前的憲法框架反而更遠，「總統制」式的條文呈現更多一些，
在這樣的摻雜中，勉強找到的相近政體，就是所謂法式的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謝瑞智，2000：594-96），但這樣的形構，似乎令更多人不滿，再修憲或制憲乃成為勢在必行。看來，我們的憲法，一開始就是以混合的型式出現，但長久被投以「內閣制」的想像，而實體發展上，其所沿襲傳衍的精神，應另有其他，是什麼呢？
這要先從較近期的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經驗及含攝傳遞的政治文化說起，因為這是目前較多數人所具備的共同記憶，回溯起來，才能探尋出所謂在操作影響我們憲政發展，但較抽象存在之「神」魄。就國民黨在台灣較具象的統治行為裡，不難尋求共識，「總統」總是居於最耀眼之地位，也通常被認為擁有最大的權力。從蔣介石開始，他其實也是依從既有的法制軌道，由原來憲法中的最高主權象徵機構－國民大會，於1948年4月通過憲法增訂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總統的擴權（相對於原來憲法中的規格）打造法制延伸的舞台，其後又經過對這個條款的六次修訂，其主要內容為：總統得連選連任，賦予總統得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人事機構及其組織、授權總統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等等（謝瑞智，2000：52-54）。「總統」一職在這樣的法制基礎上，也真可說是權傾一時，做為原憲法上最高行政首長的「行政院長」很難攖其鋒，或者說不成為總統的秘書長之類的角色，是歷史路徑的偶然，不是歷史路徑的必然。
如果說蔣介石的情況特殊，他利用當時的時空背景，本身即具軍事統帥的地位，又兼當時具革命性政黨特質的獨大國民黨總裁，讓他能意指臂使的用法制做為工具，為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做量身打造的設置及修改，他人就未必能如其一般使用自如。問題是蔣介石已經將總統擴權的舞台搭建出來了，後來繼任者可以合法的在其上施展，要不要謙抑收斂，回歸憲法本來的總統角色職權，是個人的選擇，當然也不無歷史情境及文化傳承上所框架出有限的理性選擇。
蔣介石的繼任者嚴家淦，似乎就選擇放棄「臨時條款」所舖設，可以發揮實質行政領導功能的大總統角色，而退縮為原版憲法所陳述，但尚未落實出現過、象徵性意義較大的國家領袖角色。這是當時嚴家淦的不二選擇嗎？他難道沒有其他路可走嗎？憲政法制的框架（雖然後來有人稱為違建）是允許他可以更強勢，更權謀；但他一來完全沒有爭奪國民黨黨主席的做為，
二來在接續完蔣介石的任期後 (1975-1978)，他主動先寫信給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推薦提名蔣經國為總統候選人（王成聖，1994：292），接著又在國民黨中評委主席團會議中表示：「家淦對此作了很長久的考慮，雖然是在去年十二月中旬才發出這一函件。事實上，在一年前就已經開始在想這對本黨、對國家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決定之後，其影響及於六年之後。…」（王成聖，1994：292），可見嚴家淦是仔細好好的想過其他可能情形，而終以「本黨、國家」為鵠的，做出決定，並已預見未來深遠的影響。顯然他不是純從法制基礎的合法性考量自己未來，他應該也很清楚當時形勢比人強的氣氛，蔣經國早已是「萬事皆備，只欠東風」了，但如果他不禪讓，拼鬥一下，情勢又如何？我們無從得知這樣的念頭有沒有在嚴家淦的腦中閃過，只能從他的篇章詞語中，約略窺知他擔任被現在一些媒體、學者所推崇為真正符合「內閣制」精神的虛位總統，心態上應不是甘之如飴，也應不是如當時外界那麼理所當然的認知他自己就是權力過渡的棋子，所以在總統任內，他曾填詞「沉鬱，晴窗外」（王成聖，1994：292）。　
是什麼因素讓嚴家淦最後仍能拒絕權力的誘惑，似平靜無波的將總統大位禪讓出去？當時外在的時空情境固是重要的背景因素，而嚴家淦一路走來的人格特質及涵養這種特質的文化元素應也是重要成因，也可以說歷史情境條件、及他個人內化傳統文化中強調仁治（其實也是人治）的信念（沈鵬年，1994：302-6），以及他的秉賦個性限制了他的選擇。
以上的推演，引起爭議是不可免的，因為歷史情境較具象易了解，而傳統文化還要兼及其對個人性格的滲透影響，從鉅視到微視還要做聯結，誠然證據無法是確鑿。尤其傳統文化可以濃縮為「仁治」或「人治」這一焦點嗎？那麼嚴靜波（嚴家淦字）可以內化這些為信念而退讓，其他同樣也浸潤在這樣的文化系絡中，但在國民黨統治的經驗裡，卻似再也沒有第二個嚴靜波，可以坐住虛位元首的位置，不再求進，那這樣的文化特質或精神可以宣稱為普遍存在嗎？
對這樣的質疑，以本文之篇幅，難以提供完滿之回答。只能說「仁治」與「人治」是整合的，治理的君主必須懷仁懷德，並以「禮」，不是「法」治天下（廖達琪、許家豪，2002：371-95），而且並不是家天下的概念，做不好的「王」可以被革命，而聖君要能傳賢非傳子等（蕭公權，1980： 61-64）。雖然在孔夫子思想的流傳運用上，「仁治」和「人治」還是分開的，「人治」為歷代君王所用，做為社會控制的工具（蕭公權，1980：6），而「仁治」多半成為士大夫（因為科舉考試要讀）的信念、教條，有膽子的，並多少是遇尚開明的君主才依此提諍言，
但如果說歷代君王完全不懷仁，也未必竟然。
這樣的「仁治」與「人治」政治文化思維，在國民黨的統治裡，一方面在教育系統中仍傳遞孔夫子的思想，
　一方面在政治人物的互動行為裡，「人治」是被強化的。所以嚴家淦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中，可以說他也是秉持重「人」不重「制」的思考，讓他所受的仁德薰陶有機會展現。
但這屬於他個人較獨特的境遇，所以他任總統的一段，很容易被現代的人所遺忘，也似不被多數人認知到他的總統作為才是較合乎憲法原版，而他的虛位風格似也沒有在台灣多數人心中，留下印象，或形成對「總統」職位的期待。
根據1990年代一開始修憲時，針對總統「委任直接」或「直接選舉」憲法修正案所做的各種民調顯示（黃秀端，1996：63-93），多數民眾甚至大學生都期待總統有實權，並較能理解及支持「直接選舉」總統。這樣的感覺恐怕其來有自，嚴家淦短暫的三年總統後，就是蔣經國任總統時代 (1978-1988)，總統的權威以及「總統制」精神的體現，似毋庸在此贅述。到李登輝時代，從起初並不被看強，到後來甚至在宣布停止動員戡亂時期後 (1991)，掀起一連串的修憲改革，將「總統制」由較精神層面，歷史傳統沿襲的軟性制度面，落實到憲法的內涵中，雖不等同於所謂教科書中的「總統制」，但總統曾經暗中有，或似有若無的權，如國防外交權、對行政院長的任命權（以前要經立法院同意），一些人事案的發佈權（以前都要行政院長附署），較具體的成為憲法中的條文。
李登輝當總統的十二年 (1988-2000)，目前大約沒人會說他不「強勢」。
至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經驗，如果以民國建立到撤守台灣為起迄點(1912-1950)，國民黨並不是全面執政的時間長達25年。
1913年，袁世凱擔任總統，因臨時約法明訂制憲，於是天壇憲草被提出，但旋即因為袁世凱不滿總統權力受限（荊知仁，1985：281），先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復因其他代議員抗議，順勢解散國會。隨後，袁氏親信另立袁氏約法，總統權力之大古今罕見，實僅為袁氏帝制鋪路而已。1916年，袁世凱死亡，帝制結束，制憲之業正欲恢復，卻再度因軍閥執政與干政，產生許多傷擾，經過國會二度解散、張勳復辟、南北分裂、省憲運動、曹錕賄選等諸多事端後，1922年，國會匆促通過憲草，卻因賄選醜聞落了個「賄選憲法」的惡名，不到一年就被段祺瑞的臨時執政所廢棄。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國民黨才得以統一全國，推行制憲，但旋為日本侵略之對日抗戰而再度阻礙憲法之議定，1945年結束戰爭後到1947年，才得以正式公佈實行『中華民國憲法』。
這樣戡亂的經驗歷程裡，其實只有鞏固領導的「人治」思考，而其他在制憲的軌跡裡，也充滿「領導」、「集中化」的慾望，及「總統」總要擴權的事跡（廖達琪、許家豪，2002），所以，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實體的憲政經驗傳承，也是以「領導」為中心，較近「總統制」的神魂，幾乎完全沒有「內閣制」實體的歷練。
綜合以上所述國民黨在台灣及中國大陸的統治經驗，強「人」治理總是脫不去的精神內涵，固然有許多政體轉換時的內在混亂及不可預計的外在侵略，讓人治一再成為必須，但過去長久的「皇權」歷史也鋪設下最容易被選擇或依賴的路徑（袁世凱即是案例）。即使到戰亂勉強告一段落，憲法制成，但原版似傾向內閣制的形式，一開始即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架空，代之以較擴權的「總統」，而歷任總統傳衍下來的憲政精神，也是以強勢總統廣為民間所熟習及接受，而其間短暫出現的嚴家淦總統，似又提醒傳統中「仁治」的理念與「人治」不是完全脫離；只是「仁治」會不會僅為弱者的藉口或不得已的信念，強勢者只有自我權力的擴張及延續？這有待在下一節「台灣憲政傳承中『人』與『制』結合的範例」中去探討。
参、台灣憲政傳承中「人」與「制」結合的範例
「人治」所包含的仁之概念與「制度」結合，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傳統制度主義政治學，對這二者的結合，是不予考慮的，甚至隱含二者是相互矛盾及排斥的，因為有「制度」存在就是要降服人的私慾（不相信有權力的人可以有仁德），沒有人可以超越制度規範，所以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架構後，不是感嘆這一套橘逾淮為枳，和西方制度的運作精神相去甚遠；就是詬病領導人物不守典章規範，擴權濫權，對傳統「人治」及舶來「制度」都喪失信心。所以在傳統制度主義的思維下，「人」和「制」難以接枝而產生令人欣悅的成果。
新制度主義的歷史制度途徑，似稍微開啟這樣的可能性，如果「人治」所蘊含的仁德是歷史舖設下常會回歸或依賴的路徑，經由硬性結構形式（法制條文所載），所產生的領導，其在文字中的灰色地帶突出傳統「人治」的強勢色彩（顏厥安，2000：1-47），只不過彰顯軟性制度（歷史路徑）的影響力，如果他／她除了能依架構在「制度」軌道上突顯人治，還能進一步落實出一份仁德的精神，就是「人」與「制」嫁接後的新品種，應該也是憲政的新典範，值得我們珍視及賦予本土的意義，促使這樣嫁接後的新品種，成為我們憲政傳承中隱含的慣例及密而不宣的精神。
台灣有沒有這樣「人」與「制」結合的範例呢？前面提到的嚴家淦，恐怕不足以讓多數人信服，他的時空背景是高度的威權，民主體「制」是扭曲的，他禮讓給蔣經國，固然有他謙沖仁德的一面，但太多的權力現實約制下，他也不能不低頭，而他也沒有真的遵循「制度」給他的權限，做應有的發揮，
可以說他是人治兼具仁治，但並沒有與「制度」融接。

比較可以類比為「人」與「制」結合的範例，恐怕目前為止，能說的只有蔣經國晚年挑選李登輝為副總統的這一段過程及相關事蹟。蔣經國在1978年接任總統後，是還依恃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上，這已給他制度上可以強勢的基礎，
但他的強勢作為應不限於「動戡」的架構，他對行政院的影響應是超乎憲法授權之外的。
不過，蔣經國那時所面對的時空環境，對他擴權的批評聲浪是遠不如後來者，他也因此被稱為台灣最後的威權統治者，而許多學者對他在第二任內 (1986-1988) 所推動的許多關鍵改革，如1986年先默許民進黨成立，1987年解除戒嚴及相應的開放黨禁、報禁等，讓民主政治可以運作的基礎條件得以具備，因此稱他以威權之手結束威權統治（Chao and Myers, 1998）。但權力邏輯不是統治者永遠追求延伸及擴張嗎？蔣經國何以背反此律，尤其在第二任內挑選副總統上，找一個幾乎和國民黨舊有體系，或蔣氏親信等關係都不夠密切的李登輝呢？純從權力邏輯的角度解讀，蔣經國晚年的改革開放措施，會被視為係基於情勢使然，他不放不行。因為一方面內有美麗島事件後更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周琇環、陳世宏，2000）；另一方面，1984年年底的江南案，引起美國高度嚴重的關切及介入，
蔣經國的選擇似不多，改革台灣，開放民主似也是不得不然。不過，蔣經國挑選李登輝是1984年年初，
而且是出乎國民黨內大部分重要人士之意外，連李登輝都認為蔣是以「個人的意志主導了這一切」。

李登輝所體認蔣之挑他做副總統，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個，蔣經國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吐血而突然去世；第二則是蔣多少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李認為「一般人看起來總以為我是個農經專家，但他（蔣）選擇我，可能是認為我和他具同樣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
蔣的突然於1988年1月去世，固然留下不少歷史疑團，包括李登輝所指出「我是蔣經國的副總統，但是否就是他選定、規劃的接班人？我真的不知道」，
李不知，更遑論其他人。但李所指稱的第二項原因，蔣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以挑李來真正為人民做事，在蔣的身上似有跡可尋，包括李也指出「蔣經國對黨外人士和黨外的看法是愈來愈肯定、堅定，也不會想去壓制他們，他可能會想：『黨外力量愈大愈好吧？』」，
李的觀察是，如此一來，國民黨內就不好過日子，而必須改革，不然國民黨很難動，即使蔣經國下令改革。
這雖可能是李登輝將心比心的推論，但也點出當時蔣對黨外的包容，似有為整體生民幸福考量的基調，而不是只為己黨。
李登輝也指出蔣對人民生活關懷的另一項具體事例，是蔣對各地物價都很關心，「每天早上上班時，他的桌上都已經擺了菜、米、豬肉等民生物資的價格表…」「蔣經國很注意消息來源正確與否，…他很小心，對地方的事很關心，有很多消息來源管道…。」
蔣的關心民瘼，是如李登輝所觀察，來自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嗎？

不能說不是，但也不能說完全是。蔣經國早年待過蘇聯（14-26歲），並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工廠勞改，李登輝認為「在那種地方經歷艱苦後，他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但蔣經國回到中國時，蔣介石給他請了家教（徐道鄰），好好讀四書五經、孔孟學說等（漆高儒，1997：34-35），姑不論其中影響有多少，但他日後在與部屬相處時，確實會援引其中精神要旨，如「什麼叫做神仙？沒有了私欲，就是神仙。」（李煥，2003：16），再如「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西方不同，中國的社會和西方的社會也不同，中國儒家的政治哲學，首重個人心身的修養，然後擴充到齊家、治國。所以要注重「隱藏」，「隱藏」的含義，包括了「『行善不求人知』、『成功不必在我』、『為學常感不足』、『凡事虛心檢討』…。」
看來像道德教條，蔣氏本身是不是完全身體力行這些「仁德」理念，當然是有爭議。不過，不能說這些想法沒有在蔣氏心中腦海佔一個角落，在關鍵抉擇時，發揮一定的力量。
李登輝的被蔣選為副總統，難道這些想法綜合起來沒有發揮一點影響力嗎？李與蔣沒有特別淵源，李登輝當時更是在國民黨的核心圈外，他有專業，沒有班底，工作上競業，家庭人口簡單，甚至也有退休後要到山地傳教的無權力欲表白；蔣如果是為自己的權力延伸選李，很難解釋為何李任副總統後，蔣在許多地方刻意的幫李養望；
蔣如果是以「沒有私欲是神仙」為出發點，考量生民的需求與聲音，試圖阻斷權力中人競逐的私欲橫流：各擁班底、互相傾軋、不見整體的嚴重傾向，蔣選擇李應是最順暢的人治加仁心的邏輯，同時也是建構在既設的憲政法制軌道上，有完整的合法性。「人」與「制」的嫁接在蔣選擇李的事例中，是可以掌握到其中的可貴與有機性，即使蔣是無法預知他自己的死亡，因此也無法預知李登輝承接總統職位後的做為，但蔣選擇李，就是要開展出體制新鮮的生長機能，甩脫舊權力漩渦的陳腐。而開創新局本來就是要面對「不確定」。「人治」的領袖在「制度」的軌道上，也會以開創帶來的不確定而保有他的領袖地位。
那麼蔣選擇李的「人」與「制」結合的範例，是否可以成為台灣憲政體制的慣例，或者說在一定程度內可以被設計成一種國家體制，人治而有仁心，又不背離憲政規範，也就是總統可以有法制上相當的權力，而不必背負「擴權」的罪名，同時在制度安排上，又能讓總統在關鍵時刻會呈現對全民的仁心？本文下一節就試圖提出這樣的體制樣貌及相關設計。

肆、台灣國家體制發展「人」「制」結合的未來樣貌
如果說蔣選擇李這樣的範例仍屬威權體制下，蔣的個人意志扮演主導性的角色，到後蔣時期的李登輝時代，台灣已進入民主競爭時期，領導者個人意志還能如此強而有力的貫穿制度，而帶領整體的發展嗎？比起蔣經國時代，現在的多黨競爭，當然讓任何單一領導者遭遇更多的不確定，所以如果人治是一種歷史軌跡，強勢領導也是文化品味，與其讓擔任「總統」一職者，有沉重的壓力要求強勢表現，但法規制度又予以框架，讓擔任總統者常要焦慮，被罵「擴權」，又要辯駁，易形成人治又不仁的形象；還不如做法規制度的明確調整，將現有形貌上被稱為「雙首長」的體制，修向總統制，具體的做法有：
一、行政權實質集中

現在行政權名目上分散在總統及行政院長手中，實質上，總統或有指揮主導人事政務，但須冒干政及違憲擴權之風險或詬病，在憲法條文上，如不能將「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第五十三條）這一項修訂，只能將目前檯面下或有的運作更趨明朗化，使得總統較能直接負責，如將總統主持的「國家安全會議」，實質上雷同「行政院院會」，增加召開頻率，並納入所有內閣閣員，行政院院長實質上等同總統的幕僚長。但也因總統實質掌控行政大權，應固定到國會做國情諮文報告，如每一會期的開議，可以透過立法院內規的修訂，邀請總統出席國會，表示對政策推動負最後的責任。

二、國會制衡力量的強化

總統制的精神是三權分立，國會必須強而有力，才能監督制衡行政部門，司法獨立則又是另一要件。國會的強大，在目前憲法的規範上，已具備雛形，如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一切預算、法案、宣戰、媾和等都必須有立法院的審議及同意，而立法委員亦不得兼任官吏；但在國會內規上，30個委員連署才可提法律案，並未賦予相當積極的立法權，
應可向下修如10人即可等；而國會在實質表現上，恐怕也是基於傳統習慣及過去權力結構關係，並不強勢自主，甚且相當保有內閣制國會的習慣，如比較傾向接受由行政機關主要負責提案，立法機關是被動配合等。目前最能做的，就是提升國會主動提案及審議法案預算的能力，讓行政機關有實質被制衡的壓力，而可行的做法，如將國會圖書館改隸在立法院下，做為提供各種法案諮詢及研究的強大後備力量。這樣的改隸，也許不是短時間內能改變立法院不重專業的生態，但長期而言，卻是培養國會自主專業的必備條件，也是目前修法上最容易做到的。

至於「總統制」如以美國為標準規範，國會有兩院，且權力不相上下，台灣需不需要呢？台灣崇尚強勢領導的精神傳承裡，似也彰顯在國會的不易得到信任，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中，如果將立法院單院做權力的調整或擴充（甚至將審計權拿回），恐怕又不符全民心裡對國會的不信任感，那麼是不是該有兩院呢？其實從維持要有一個強勢領導者，又要他／她能持有仁心，不至權力獨大到一定腐化的程度，他／她所面對的形勢越複雜越好，在他／她的旁邊競逐者愈多，他／她愈可感受純追逐權力的醜惡，而或產生超越主持公義的仁心。這樣的複雜形勢在兩院較易形成，兩院也應有不同的組成代表，如監察院做為某種形式的上院，但由政黨比例代表組成，也就是有一定的選民基礎，而且是全國性不分區的，才能有較整體的觀點來推動或監督行政部門所提出及執行的公共政策。當然，監察院現在的職能要做大幅的調整，從定位為較近似準司法單位，改為近似美國參院的立法機構。它一樣可以提、審法案，法案通過必須是監察、立法的多數支持（但總統有否決權）。也擁有目前有的調查、審計、彈劾、糾舉等權，同時對某些重要政府職位，應有同意權。
  
三、選舉制度改革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再思考
目前立法院已通過選制改革的修憲案（李明賢，2004），從目前的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SNTV) 投票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且為日本的並立式，
並將立法委員人數刪減為113人（目前225人），任期改為四年（現三年）。這樣的選制改革是否一定能輝映前面所述的台灣體制精神，即強勢領袖，但終要能超越權勢，保一點仁心，是不無疑問的。人數及任期的部分暫且不論，
就日本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所造成的趨勢而言，大體是兩大黨對立，小黨很難不依附於大黨，在這種情勢單純化下，擔任總統的一定是二大黨之一，只能對立，常要行使霸術，才能使自己顯得「強勢」，不然相對的一面，只要實力夠（如近半數），很難屈從，也讓當總統的很難超越，成為仲裁者或平和的協調者而呈現「仁德」。如果是某種比例代表制，
或德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即政黨得票就可以算為該黨在國會中應有的席次比率，先由單一席次的區域立委中分配，如果單一選區中當選不足，由不分區名單補足，如超過政黨得票比率所分配的席次，這些席次仍有效，但不分區的不再補（王業立，1997：35）；讓某種多黨的局面仍會存在，而不會向兩大黨集中，總統可以是較突出的領袖，又握有實際的行政領導權，運籌帷幄中，總統可以強而不必霸，還可以體現「公」「中」的仁心，來調和各方激烈衝突的利益。
以上為憲政體制的形貌部分，可以做的調整，基準點是為相應於已有相當歷史的「人治」神魂，期盼這樣接過來的「制度」之枝，在這樣的精神軀幹中，能「人」「制」結合，而有我們獨特的憲政風味，不是以「內閣制」「總統制」就可以框架，也不必因為其樣貌不等同這些舶來之制而自卑，但這種自尊自信心的建立，不是完全在憲政架構的樣貌上，還必須回到栽培「人」「制」結合體制發展的土壤上，也就是一般人民對這樣體制下的總統或政治人物言行的看法及期待，一樣要求其有德有能，但能理解民主政治所帶來的複雜多元競爭，衝突時起，願意賦予總統一定的權力來面對處理，但不斷的要檢証「總統」體現「仁心」之意願及實踐之能力。這就不是在明顯的憲政法制架構上可以設計的出來，必須回到教育系統，在知識文化的傳遞中，能兼及傳統及民主時代對政治人物的矛盾概念，讓受教者在矛盾對立的概念中，體認什麼是我們既有的觀念及長期以來難動的傳承，什麼是外來的思維想法邏輯，在對照比較中，看到所有體制的可能殘缺，再找尋我們體制的定位。理想上希望透過這樣的認知比較過程，讓受教者對「我們的體制」有概念及信心。但實際上操作後效果究竟會如何，應該是開放的，不給標準答案不是民主的根本精神嗎？
伍、結論
本文試圖突破設計國家體制，傳統所用「內閣制」、「總統制」等思考框架，而運用新制度主義的歷史制度途徑，來檢視台灣憲政精神面的歷史路徑依賴，提出強勢的領袖作為，似總是政治人物成為總統後難以避免的選擇，而這種「人治」的傾向，又不僅是西方所思考人超越法制後，一定是權力擴張、私心自用，傳統對領導者「仁德」的要求似也不無作用，讓總統人治中似可含蘊一點「仁」味，如蔣經國之選擇李登輝。不過，形式上，歷任總統除嚴家淦外，都多少遭遇「擴權」之詬病。
本文認為問題一方面是我們憲法長久被詮釋富含「內閣制」之精神，並在學界長久相信內閣制是較好的政體，以致不能正視到我們歷史傳承中對獨一領袖的期許及要求，其實在神韻上較近於「總統制」；另一方面是我們對於自己憲法的形式，不容易產生信心，因為和標準模式相較，總是有差異；而現實政治上，憲法又似乏拘束力。所以，憲法經過多修，還是很難存活。
本文建議將我們「人治」的傳承納入到憲政體制的樣貌設計部份，也就是將現有所謂的「雙首長制」改為更趨向「總統制」，並思考如何將總統的角色不會陷入二元對立的衝撞中，而在多元競爭的體系裡浮出總統的超然調和，有機會呈現「仁」之德，所以國會也應是二院，而選舉制度也宜導向較多的黨，不是只向兩大黨集中。這種「人」與「制」嫁接的體制，不只是在憲政樣貌形式上做調整，也需要在教育文化系統中，一方面繼續傳遞對統治者強烈的道德期許，一方面要廣為說明西方對政治人物只有權力欲的根本前提，培養受教者自行思維判斷之能力，從了解對比中，尋求肯定我們體系的「獨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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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制度主義　(legal-constitutional approach)　主要以憲政法制的比較為主，在六０年代行為主義興起以前，「比較政府」即是此中代表，但八０年代開始，又興起「新制度主義」不限於以憲政法制的明訂架構來理解制度，試圖找尋較「軟性」的結構、規模、符號、歷史軌跡等來探析影響人行為較深層的「制度」。可參見Hall & Taylor (1996: 936-57)。


� 「制度」是生長發展的，似乎是新、舊制度主義的共識。即便是舊制度主義的研究者，在介紹憲政架構之餘，也不能不對此有所著墨。參見佐藤功　(1981: 1-8)、鄒文海 (1961)。


� 筆者於1994年前後曾參加一名為Committee on Viable Constitutionalism (COVICO) 的國際學術組織，並擔任其理事 (board member)，主席為Fred W. Riggo，本以為會認真探討思考第三波以降的民主化國家，如何從自我特質出發訂定可以「存活」的憲法，但在兩次的國際研討中，發現不論歐美國新興民主國家學者討論憲政建置，無法逃脫內閣、總統制的框架，而且也為模擬不像，或憲政實體走向不合他們所了解的歐美情形，而有所失望或批評。


� 新興民主國家修出來的憲法，非常多元化，就以所謂「總統制」這一型而言，Mainwaring and Shugart從拉丁美洲國家實施總統制經驗的研究結論之一，就是其中還分許多類型，而各國對總統權力、政黨、選制的規定其實各有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不下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分野。參見Mainwaring and Shugart (1997: 12-54)。


� 比如Lijphart提出的多數決型 (Majoritarian Model) 與共識型 (Consensus Model) 的分類架構，就並未成為新興民主國家修憲，或制憲時的主要思考框架。參見 Lijphart (1999)。


� 修憲、制憲似已成為較晚近發展民主的國家特質，以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行憲的國家而言，巴西有7部憲法（最近一次1988年），智利7部(1989)，厄瓜多15部(1979)，宏都拉斯11部(1982)，墨西哥6部　(1999)，參見Maddex (1995)。而1970年代以降的第三波民主國家，似也不遑多讓，葡萄牙自1976年以來，已修過4次，匈牙利3次，拉脫維亞2次，智利及巴拿馬都是3次。整體看來，完全未修的是較少數。參見美國 CIA World FactBook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　factbook/。


� 英國在工黨的領導下，試圖改革上院，先將世襲的爵士議員以法規停止其繼承，然後選入一些社會知名菁英或異議份子，讓上院從一千多人的結構，成為目前的六百多人，但上院未來的改革是何方向，目前還有爭議。各種改革方案，下院有不同的支持情形，最受支持的方案是80%的上院成員由選舉產生　(283yes vs. 286no)，但因未得相對多數，仍未過關。而最受反對的方案是廢除上院　(174yes vs. 392no)。以上是2003年2月4日的投票紀錄。詳請參見Kelso (2004)。 


� 美國研究政黨的著名學者Samuel J. Eldersveld，就一直主張美國政黨組織及黨紀應強化，不應讓初選取代政黨篩選人才之功能。參見Eldersveld (1984)。


� 分立政府自1980年代以降，美國學界熱烈討論一陣，肇始者可能為Lloyd N. Cutler, “To Form a Government: On the Defects of Separation of Powers,”見Cutler (1980: 126-143)。他後來於1988年，又再回應他所引起學界熱烈的討論，撰文”Some Reflections about Divided Government,” 見Cutler (1988: 489-90)。其他關於美國分立政府的影響分析、形成因素等介紹，及國內自2000年以後，也興起的相關研究，可參見黃紀、吳重禮 (2000: 105-47)，及《台灣政治學刊》第七卷第二期（2003，12月），第八卷第一期（2004，6月），第八卷第二期（2004，12月）都以此為主題。


� 美國學界對分立政府，炒作一陣，還是沒有得出定論，分立和合一的權力到底對政策產出有多大的差異，因此分立的精神也還是受到相當的肯定。英國雖欲調整上院結構，卻也還走不出下院為主導的內閣制精神。前者請參見註9所列相關書、文。後者請參見Kelso (2004)。


� 有限理性由James G. March等於1978年提出，意指相對於傳統經濟學上的Global rationality，假設「人對自己的偏好或環境中所有的選擇清楚了解」的不太可能，而人是在對自己及環境有限的理解下，按經驗法則或相對較滿意原則做選擇。參見March, et al. (1978: 587-607)。歷史制度途徑則亦沿用這一概念，一方面強調歷史發展的路徑，型塑或限制住行動者個人的選擇空間或選項，但行動者們會比較自己較佳的利益做出選擇，而這樣選擇的結果相當程度呈現路徑依賴，也就是多少會重複歷史發展所出現過的類型。請參見Hall and Taylor (1996)。


� 六次憲改時間分別是：1991年4月；1992年5月；1994年7月；1997年7月；1999年9月；2000年4月。


� 追溯至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實因國民黨到台灣時，確實仍懷著大中國意識，而且在教育文化上也是如此傳遞的。至於日本對台灣的統治，雖應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在憲政層面實不是日本治理台灣時的思考，故這裡也略而不論。


� 當時修憲小組成員傾向總統以「委任直選」的方式產生，維持國民大會這一機構，又將總統仍設定為國家的象徵 (Head of state)，而不是行政首長 (head of government)，維持內閣制有一較虛位元首的特質，但後來修憲的走向，則不是如此。


� 如總統任命閣揆，不再需要立法院同意，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立法院更可經出席委員1/2維持原案，以推翻總統的覆議權等。參見謝瑞智 (2000: 594-98)。


� 作者翻遍《嚴前總統家淦先生哀思錄》中的各種記載，完全沒有人能提到這一段，而其他嚴前總統的相關文獻又極稀少，作者乃判斷在黨主席一事上，嚴家淦審時度勢，是不可能有所爭的（甚至包含心境上）。


� 魏徵之於唐太宗是知名的例子。


� 雖然很難考證中國歷代君王有無仁心，但以全稱否定，似也不合乎邏輯。


� 比如在高中教育裡（到目前為止），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包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


� 比如就有王世杰認為「嚴家淦總統在一種不負政策決定的責任制度下，誠然為適當之人，但我現行憲制並非如此。這數年來，憲制已被放棄，…嚴之充任總統，實際上只是虛君制首腦，只是避開了府院衝突。」參見王震邦 (1983: 234-36)。


� 1999年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二）、（四）款，及第三條第（一）款，都是較確切的落實總統的權力。參見謝瑞智 (2000: 933-34)。


� 計算方式為蔣介石北伐成功前的17年加上對日抗戰離亂的8年，合計25年。


� 參見註20，王世杰先生的評語。


� 參見謝瑞智 (2000: 52-54)，及前文頁3中提到「動戡」賦予總統的職權。


� 比如在1978年5月提名孫運璿出任行政院長，也是出人意表，因孫最無班底。蔣親自與當時黨外活絡的立委康寧祥溝通，請其支持。而孫組閣時，留任了蔣原來內閣1/3的閣員，而孫擬完內閣名單後，和蔣商量，蔣沒有更動一位，「只有外交部長，我（孫）提了三位，請總統選一位，國防部長，我則請總統提名。」所以蔣之影響內閣，來自提名無班底之人，而縝密扶助其通過立法院之同意，然後無形中伸展其持續之影響力。請參見楊艾俐 (1989: 179-83)，及康寧祥 (2003: 3-43)。


� 參見郭冠英訪汪希苓全文，見聯合新聞網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 f_ART_ID =3306


� 時間是1984年的2月15日。


� 參見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 (2004: 9)。


� 同前註，頁9。


� 同前註。


� 同前註，頁10。


� 同前註，頁158。


� 1986年，蔣經國確實下令黨內組成十二人小組，推動民主改革，嚴家淦並任總召集人，李登輝為副；但李並不認為這樣方式會成功，只是開開會而已。同前註書，頁163-64。


� 同前註，頁219。


� 同前註，頁237。


� 同前註，頁53。


� 如主動安排李登輝代表出訪國外；春秋祭國殤，指定李代理；於舊曆年前，召集五院院長及副院長等，特別指定李講話等。李都認為蔣特意提高其地位身價。參見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 (2004: 28, 62, 101)。


� 其實，依民89年修訂條文，第四條中已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 如美國國會議員，個人即可提案，不需聯署。


� 所以國會改革案提出將立法委員人數刪減一半，居然會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也因此在立法院中順利通過（2004年8月23日），實可歸因為國會形象差，不易得信任。


� 那些政府職位，並得到調整為參院性質的監察院同意，還需要縝密思考。如美國參院之人事同意權也是隨時間演化而有不同的，因其原條文規範即保有模糊空間。原文為”The President…shall nominate, and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Senate, shall appoint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 Judeges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all other officers of the United States…”(Article 11, section 2.)


� 日本的並立式，是政黨得票和選區候選人所得的票及席次分開計算。而國會總席次是固定的。參見王業立 (1997: 32-38)。


� 國會人數多少是適當的，是大問題，減了一半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任期一定固定均為四年，還是也可以有每兩年改選一半的機制，都還要更多的討論，這裡的篇幅有限，無法納入。


� 「比例代表制」有許多不同的型式，參見王業立 (1997: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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